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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8条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作为处罚决定的公开标

准，但该概念模糊且缺乏细化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认定标准不一、同案不同公开等问题，并可能侵犯

当事人隐私权。为此，需首先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具体内涵，进而建立科学的公开判断方法，

并据此规范公开形式与内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保护个人权益，促进该条款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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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ly revised Article 48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21 sets “having a certain social impact” as the public standard for penalty decisions, but this con-
cept is vague and lacks detailed provisions, leading to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recognition 
standards and different disclosures for the same case in practice, and may infringe on the privacy 
right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clarify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having a certain social impact”,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ethod for public judgment, and regul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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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nd content of disclosure accordingly, while protect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and protect-
ing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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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Having Certain Social Impac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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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确立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

当公开”的原则，实现了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衔接。该条款为行政处罚公开设定了统一标准，

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概念存在模糊性，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导致实践中出现认定标准不一、同

案不同公开等问题。 
由于行政处罚决定必然包含当事人个人信息，而当前公开形式和内容缺乏统一规范，可能对隐私权、

商业秘密等权益造成侵害。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通过借

鉴学说和实践经验，建立科学的判断方法，并据此确定适当的公开形式和内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

时，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2.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状分析 

2.1.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 

笔者在北大法宝的“行政处罚”类目进行检索，从有公开记录起的 2000 年至今的 2024 年，总共有

32,127,402 件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限定时间从 2000 年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总共有 24,644,418 篇公开

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集中在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土地城建，财税等领域，如图 1 的蓝色统计

图部分。再限定时间从 2021 年 7 月 15 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实施)至 2024 年 1 月，总共有

7,447,072 件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涉及的范围领域如图 1 的橙色斜线统计图，仍然是集中在公安、市场

监管、交通运输、土地城建、财税等领域。 
由此可见，在《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增加“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标准后并没

有对公开的范围有明显影响，仍然认为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土地城建，财税等范围领域符合“具

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标准，从侧面反映出行政机关在根据“公共利益”或者是地方规定的部门规章等具

体的规定对是否公开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公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过于

概括性，给行政机关带来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所以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类案不同公开的情况。 

2.2.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种类 

笔者再以《行政处罚法》2021 年修订版本正式实施的 7 月 15 日为界限，检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

种类，如图 2 所示，蓝色统计图部分为修改前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橙色斜线为修改后公开的行政处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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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索结果笔者发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种类过于笼统，以罚款为例，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中

既有数额较低的也有数额大的，但实践中公开的类型并没有细致划分，由此可见即使在同一种行政处罚

决定中公开的标准也不明确，一般来说作出数额较低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相对人的主观恶性不强，

即使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较为概括性，我们也可以判断出作出的较低数额的行政处罚决

定是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由此可见实践中对如何界定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仍然存在问题。 
 

 
Figure 1. The scope of public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amend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图 1. 《行政处罚法》修改前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涉及的范围 

 

 
Figure 2.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made public before and after the amend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图 2. 《行政处罚法》修改前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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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状 
 

Table 1. Public information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from various regions 
表 1. 各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信息 

省、自治

区、直辖市 

是否设有统一

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平台 

是否公开行

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 

是否区分相

对人类别(法
人/自然人) 

对行政相对人信息处

理方式 
是否公开违

法事实 
是否公开处

罚内容 
是否设置处

罚决定期限 

北京市 是 是 是 企业名称公开、自然

人姓名匿名化 是 是 3 个月 

上海市 是 是 是 企业名称公开、自然

人姓名匿名化 是 是 3~5 年不等 

天津市 是 是 是 企业名称公开、自然

人姓名匿名化 是 是 否 

江苏省 分部门设立 是 是 
企业名称公开、自然

人姓名公开、身份证

号半匿名化处理 
是 是 否 

浙江省 是 是 是 企业名称公开、自然

人姓名匿名化 是 是 否 

广东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及法定代表

人公开 是 是 否 

山东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法定代表

人及住所公开 是 是 否 

四川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公开 是 是 否 

云南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公开 是 是 否 

安徽省 分区设立 是 否 企业名称公开 否 否 否 

福建省 是 是 是 
企业法定代表人半隐

匿化处理、自然人姓

名半隐匿化处理 
是 否 否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及法定代表

人公开 是 是 1 年 

陕西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公开、案件

事实描述中对自然人

姓名公开 
是 是 否 

河南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法定代表

人及住所公开 是 是 否 

河北省 是 是 否 企业名称公开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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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梳理发现，各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网站对于是否区分不同身份行政相对人的公示模式不尽相同。

如表 1 所示。北京、上海、天津、陕西等地区以显著的区分标识对作为受罚对象的自然人和企业作出区

分；而河北、四川等地区并未对受处罚的自然人身份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公开，仅将企业作为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对象。各地方网站对于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和去标识化程度亦有所区别。在以企业为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象的地区中，部分执法部门仅公开企业名称，而部分执法部门在公开企业名称的同

时，公开其法定代表人乃至居所。但从目前的实践模式来看，在公开涉及企业的行政处罚决定时，将企

业全称公开已然形成各地区执法部门的共识。对于受罚自然人的信息处理方式涵盖了完全匿名化(某某、

**等)、半匿名化(如赵某、李某力等)以及完全公开其姓名等方式。更有甚者，将完整行政处罚决定文书

上传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网站，以至当事人姓名及身份证号被披露 1。 
从公开内容及期限视角来看，部分地区所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对于当事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作出较为

详尽的描述，而部分地区仅对违法行为予以扼要说明。在缺乏顶层设计宏观指导下，“详尽说明”和“简

要说明”两种公开方式，何种描述更能确保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功能有效发挥尚有待商榷。在公开的处罚

内容中，存在较低处罚力度的警告、罚款 50 元等处罚。基于过罚相当原则，此类违法行为基本适用于社

会危害性低、行为人主观过错较小的行政违法行为，此类处罚决定的大规模公开难免致使行政执法资源

的浪费。 
显然，各地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的持续建设为践行和落实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发挥其功能价值提供了

丰沃土壤。然而，受制于目前各地处罚决定的公开理念尚未与立法本意中的“有限公开”理念相契合，

加之公开过程中各行政部门对于行政相对人信息权益保障的重视程度不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面

向显然尚未实现良好循环和互动。 

3. 问题的提出 

3.1.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理解不同 

正是由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概念涵义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导致采取不同的认定方法判断某

一行政处罚是否应当公开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公开的结果。如浙江政务服务网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公开的

对来某随手丢弃废纸盒的行政处罚决定 2，该行政处罚决定难以称得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并且本文

检索发现仅杭州市拱墅区就公开了 317 份同类的行政处罚决定。更有甚者，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公开

了对陈某盗窃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3，这显然是曲解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立法理念。 

3.1.1. 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涵义理解不同 
学界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存在不同见解。有学者主张采用目的解释方法，认为该标

准应聚焦公共利益维护，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9 条规定的“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

晓”的情形纳入考量[1]。另有学者从违法行为本身出发，以行政监管需求和社会危害性为判断依据[2] [3]。
还有学者基于类型化方法，参照《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明确的重点执法领域如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

等，认为这些直接影响公众人身财产权的案件即具有社会影响[4]。这些观点虽视角不同，但都试图为这

一模糊概念提供可操作的判断标准。 

3.1.2. 认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方法不同 
由于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涵义理解不同，也导致在认定某项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当公开时也

 
1青建罚字[2023] 9-2 号。 
2杭拱综执罚决字[2022]第 07-004 号。 
3沪公浦(浦度治)不罚决字[2022] 000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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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争议。孙丽岩提出“双维度”判断标准，主张根据违法领域的社会影响程度和违法情节轻重综合

考量，认为社会影响越大的领域，公开门槛应越低。王锡锌采取类型化方法，将违法行为分为三类：监

管类，涉及市场主体，与公共利益相关，应予公开；社会管理类，多针对自然人，一般不涉及公共利益，

无需公开；失信信息类，属信用体系范畴，不宜纳入行政处罚公开范围。张学府则强调效果导向，主张

以公开后实际取得的社会治理效果作为判断标准[5]。这些观点虽各有侧重，但都试图为“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这一模糊概念提供可操作的认定依据。 

3.2. 个人信息保护不到位 

当前行政机关普遍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的“以公开为原则”，通过公示行政处罚决定来

保障公众知情权。然而，这种公开实践往往面临侵犯个人隐私权与信息权益的风险[6]。 
从制度层面看，各省市已制定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工作方案和公示目录，部分地方政府如上海、浙

江、广东等地还对不应公开的个人信息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 4。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对信息公开的内容

和形式存在显著差异：在公开形式上，有的采用完整决定书公示，有的则仅公布信息摘要；在公开的内

容上，各地标准更是大相径庭，这种标准不统一现象导致实践中隐私权保护水平参差不齐[7]。如广东省

采取隐名处理方式，对个人和企业的名称进行部分隐匿，如张*或*公司；而浙江省则实行实名公开，完

整披露被处罚人信息。更值得关注的是 2017 年贵州凯里市警方公开涉黄案件处罚决定时，不仅公布涉案人

员姓名、处罚结果，还包括照片、年龄、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引发社会对信息公开正当性的广泛质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弱化或克减个人隐私权的正当理由。不当的信息公开同样会

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所言：“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如果欠缺适切

性的话，就会发生不当侵害个人的权利利益的事情”[8]。 

4. 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 

4.1.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理解 

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涵义理解应当对其字词拆分理解，并再结合一定的法律体系对其进行

解释。 

4.1.1.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时间范围 
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认定标准，学界存在不同见解。孔祥稳教授等学者主张

将其视为应然判断，认为影响产生于决定公开之后，因未公开前难言社会影响。本文对此持反对意见，

理由如下：首先，以公开后作为判断时点会不当扩大公开范围。任何处罚决定经媒体报道后都可能产生

放大效应，如李文亮医生训诫案经央视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这种受外部环境左右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不应作为认定依据。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刑法中“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同样强调事件本身的

影响，而非公开后的舆论效应。一些社会感知度不高，甚至社会公众并不知晓的案件不能认定“恶劣社

会影响”[9]。 
因此，“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应指公开前已产生的实际影响，避免因公开后的媒体传播等外部因素

人为制造而具有“社会影响”来衡量。 

4.1.2. “一定”的考量因素 
“一定”应当理解为形容词，指“某种程度的”，而这种程度判断同样具有模糊性，所以在对行政处

 
4《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第 7 条、《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第 9 条、《广东省行政执法

公示办法》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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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决定的社会影响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只能通过执法人员的综合判断，这一判断过程难免受执法

主体的人生阅历、价值观念、执法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本文认为“一定”的

程度可以从社会影响的地域、人数和程度等三个方面确定。 
(1) 地域因素 
行政处罚案件若在某地区产生社会影响，即可认定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里的地区可分为两

类： 
第一，按行政区域划分。在特定行政区域内，人们交流频繁，语言文化相近，信息流动密集。若案件

在行政区域内产生影响，说明受众人数足够多，足以认定达到“一定”标准，应当公开。 
第二，按地理范围划分。部分案件的影响范围不以行政区划为准，而是受地理条件限制，如环境污

染类案件。水污染常以流域为界，大气污染则受地形影响。因此，若案件对特定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

产生影响，同样符合“一定”标准。 
(2) 人数因素 
受影响的人数是衡量“一定”的重要参考因素。一个行政处罚案件如果仅仅在当事人内部引起影响

或者影响范围仅仅局限于少数的人群，那么此行政处罚决定就没有公开的必要。相反，如果一个行政处

罚决定并没有在比较大的地域范围产生影响，但受其影响的人数足够多，那么此种行政处罚决定就应该

公开。 
(3) 程度因素 
行政处罚决定具有社会影响的程度也是衡量“一定”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行政处罚决定针对的仅

仅是轻微违法行为，对社会影响程度不大，那么此行政处罚决定也就没有公开的必要。如 2018 年深圳市

上线一款“智能行人闯红灯取证系统”用来曝光闯红灯行为，闯红灯并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行人闯红

灯也很难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违法程度和影响程度是极其轻微的。只有当对社会影响的程度较大时，

行政处罚决定才有公开的必要。不考虑具体程度，只考虑影响，只会无端扩大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 

4.1.3. 社会影响的涵义 
(1)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 
此处的“社会影响”指行政机关通过信息公开，让既有的违法事实及其行政处罚决定能够及时地进

入社会公众的认知结构，并在交流中就该违法信息或者风险信息迅速形成集体共识，进而以该信息主体

为对象作出排斥交往或者抵制交易等行为选择。基于此，第 48 条中的“社会影响”可以总结为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对社会公众思想、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作用。 
(2)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 
从《行政处罚法》体系来看，第 48 条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后公开程序规定，其“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的认定应当遵循该法总则确立的基本原则。根据总则第 1 条 5立法宗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应以维护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根本目的，故可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理解为“存在侵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风险”的情形。同时，第 5 条 6表明处罚决定公开是行政处罚实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判断是否具

有社会影响时，应当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确保公开决定既符

合行政管理效能要求，又能维护执法公正性。 
其次，对比《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9 条、第 20 条，《政府信息公开条

 
5《行政处罚法》第 1 条：“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6《行政处罚法》第 5 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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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 20 条规定：“主动公……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可见两个条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处的“社会影响”的含义无疑是相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属于下位法，但其中第 20 条于 2019
年修改，早于《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出台。两者同时用了“社会影响”，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而且从

含义上讲，行政处罚决定也是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也应当适用于《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所以，探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20 条中“社会影响”的内涵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从条文之间的关系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9 条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总则性规定，第 20 条

是在第 19 条的框架下进行具体的举例。这些例子是“依照”第 19 条的规定而列出的，而第 20 条所列举

的款项是对 19 条的进一步细化。所以，对于第 20 条“社会影响”的理解，要放在第 19 条这个原则性的

大框架下进行，把公众利益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考量。第 20 条的具体规则自然也要服从第 19 条这

样的原则性规定，而且第 20 条除第 6 项的其他款项也都涉及公众利益方面，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需要涉及“公众利益”才能予以公开，意味着“社会影响”直接受“公众利

益”的制约、涵摄。但注意此处并不是狭隘地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等同于“公众利益”，而是将“公

众利益”的考量带入到“社会影响”的理解中，将“公众利益”作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必要条件，即行

政处罚决定必须涉及公共利益才能公开。但是将“社会影响”转化为“公众利益”需要涉及公共利益到

一定程度，即“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稍微涉及公

众利益就公开。这样才能符合“一定”的要求。 

4.2. 判断“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方法 

4.2.1. 违法行为损害公共利益 
认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需以公共利益为核心标准。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

领域的违法行为，因其危害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公开处罚决定既符合公众知情权，又能发挥执法监

督和风险警示作用[10]。典型如三鹿奶粉、长春长生疫苗等事件，其影响范围覆盖全社会，自然产生重大

社会影响。 
相反，卖淫嫖娼等行为虽违反公序良俗，但主要涉及个人道德范畴，与公共利益无直接关联，公开

反而可能构成隐私侵权[11]。行政机关在裁量时，应当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案

件，即使包含敏感信息也不应随意公开。关键在于评估公开的必要性及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确保行

政处罚公开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4.2.2. 处罚种类和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 9 条 7所规定的处罚种类蕴含着由轻到重的排列顺序，警告和较小数额罚款的违法

行为一般危害性小，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小；从《行政处罚法》第 51 条 8规定可以看出，能够适用简易程

序的行政案件一般都违法事实确凿且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也可以不予公开。即使这类违法行为侵害了

公共利益，但由于行为对公共利益损害很小，因而不必深究，既是遵守了比例原则，也是给相对人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相对人被给予行政拘留等较重处罚时就一定需要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只

有在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需要公开[12]，如嫖娼被行政拘留，实际上个人嫖娼

对公共利益损害较小，且涉及个人隐私，所以本文认为不需要公开。 
 

7《行政处罚法》第 9 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一) 警告、通报批评；(二)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三) 暂扣许可证

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四)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五) 行政拘留；(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8《行政处罚法》第 51 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

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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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根据违法行为进行判断 
社会影响理应由违法行为所致，而不能是相对人自身所具有的知名度所引起的。以“李云迪嫖娼案”

为例，反对公开者认为这属于个人隐私，且难以认定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13]；支持者则认为公众人

物隐私权应受限制[14]。本文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公开标准应基于违法行为本身的社会影响，而

非当事人的知名度。名人因身份特殊，任何处罚公开都可能引发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度并非违法行为

本身造成的社会影响。若违法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仅因当事人是名人就公开处罚决定，实际上是将个

人知名度等同于社会影响，这不符合行政处罚公开的立法本意。因此，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公众人物违

法行为，没有公开的必要。 

5.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关于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包含哪些内容才既能发挥其警示作用又能保护被公开者

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不被侵犯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当紧扣《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规定的“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标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属于公共利益，但是前文提到

行政机关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可能会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等权益。所以在行政处罚决定的内

容紧扣“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标准指明的体现公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个人利益即个人隐私权、个人信

息等权益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15]。本文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5.1. 采用摘要方式公开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形式宜采用摘要的方式进行，统一公开内容，摘要应当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基本内容，如处罚文号、处罚机关、处罚事实和理由、处罚作出时间、公示日期、公示截止日期等。行政

机关在隐去当事人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等与公共利益不相关的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后，

因为隐匿这些信息并不会影响公开目的的实现，并且要精简案件事实，着重保留处罚法律依据、违法事

实和处罚理由等法律论证信息，做到有理有据。 

5.2. 使用区分处理原则 

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区分处理原则，对行政处罚决定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不

予公开，可以公开的部分予以公开[16]。当处罚对象为自然人时，行政机关公开针对自然人所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主要是为了实现监督目的，而并非向社会公众提供风险信息。一般来说，被处罚人的个人隐

私或个人信息不属于监督的范围。如行政机关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时将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银行账户、

通信方式等进行删除，社会公众依旧可以通过作出删除处理后的行政处罚决定来判断该行政处罚是否合

法，并不妨碍监督目的的实现。据此，行政机关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原则上应当将被处罚当事人

的个人信息予以删除。除非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与行政处罚案件高度相关，或者当事人的某些个人信息正

是需要监督的对象，在此种情形下，才有必要保留相关个人信息。若行政处罚决定中还涉及除被处罚人

之外的其他自然人，也应当适用上述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具体来说，除了当事人的姓名、工作单位之外，其他的个人信息都没有公开的必要。因为公开对自

然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为了实现监督目的，当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时，被处罚人的违法行为以及处罚

结果已经向社会公开并且接受了监督，至于究竟是哪一个特定的自然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不会影响对

社会公众实现监督目的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政处罚决定完全删除被处罚人的所

有个人信息，可能会影响受害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综合来看，行政机关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时，对于

被处罚人的姓名等个人信息可以采取排除一些身份识别信息的方式进行处理，如“王某某”、“某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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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来替代“某某”等。这样一来，受害人就可以通过将行政处罚决定中所保留的信息与自己所

掌握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最终实现对被处罚人的重新识别。这样一来，既实现了社会公众对行政处罚

的一般化监督，也保障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同时也有利于受害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此外，对

于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不予公开。 
当处罚对象为企业时，公开处罚决定除了监督行政权，还具有风险警示的目的，故除了公开违法事

实、处罚依据和处罚结果，还应当指明具体的企业名称和问题产品，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予以删除，

除非与违法事实高度关联，不可分割。采用区分处理原则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也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都予以认可的方法，其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也能保护相对人的隐私权。 

5.3. 听取相对人意见 

《行政处罚法》中赋予了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在行政处罚做出前，行政机关有义务充分听取相

对人的意见，甚至在特定情况下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为其举行听证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第

32 条 9规定如果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则需要征求第三方对于公开持何种

意见[17]。实践中，由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会损害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减损其声誉或商誉，对相对人

特别是公众人物、法人的不利影响更为重大，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行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不得不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在公开前将公开决定、目的、法律依据

及实施方案等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充分听取相对人的意见，避免瑕疵、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行为。 

6. 结语 

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确立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标准，但该

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出现认定分歧和操作差异。加之各地公开形式和内容不统一，存在侵犯当事人

隐私权等合法权益。为此，需要首先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具体内涵，进而建立科学的公开判断

方法，并根据该标准规范公开形式和内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保护个人权益。行政处罚公开制度

发展至今，虽然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具有存在、发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因而在行政处罚公开制度的

发展过程中，社会应当给予更多的包容理解，鼓励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质疑，对社会关切的问题积极予

以回应，如此才能实现行政制度的自我革新和发展，为透明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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